
《冯友兰自述》第十一章：明 志 
 

[作者] 冯友兰 
[单位]《冯友兰自述》 

[摘要] 本书所及之时代，起自十九世纪九十年代，迄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为中国历史急剧发展之时代，其

波澜之壮阔，变化之奇诡，为前史所未有。书于其间，忆往思，述旧闻，怀古人，望来者。都凡四部分：曰“社

会”，志环境也；曰“哲学”，明专业也；曰“大学”，论教育也；曰“展望”，申信心也。长短不同，旧日小说家

所谓“有话即长，无话即短”也。 

[关键词]《冯友兰自述》，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冯友兰，北京大学 
 

 
冯友兰安葬于北京万安公墓。图为墓碑正面。 

联大纪念碑碑文所说的可纪念的四点，有三点已经事过境迁，成为历史的陈迹了。只有"
旧邦新命"这一点不但没有成为历史的陈迹，而且还是一个新时代的开端。对日抗战的胜利仅

只是奠定了"旧邦新命"的基础。在这个基础之上，还有空前伟大的建筑物建立起来。这就是联

大碑文中所说的"我国家以世界之古国，居东亚之天府，本应绍汉唐之遗烈，作并世之先进。

将来建国完成，必于世界历史，居独特之地位"。这不是历史的陈述，这是将来的伟业。我常

以身为中国人而自豪，因为中国人既有辉煌的过去，又有伟大的将来。我们现在的工作，有"
承先启后，继往开来"的意义。 
 

所谓"旧邦"就是祖国，就是中华民族。所谓"新命"，就是建设社会主义。现在我们常说的 
社会主义祖国，就是"旧邦新命"的意义。 
 

1982 年夏季，我又到美国一次，于 7 月初先到夏威夷参加一个国际朱熹讨论会。会后

到美国大陆匹兹堡我的大儿子钟辽家中住了一个多月。哥伦比亚大学通知我说，他们已经决

定召集一个特别会议，在会中赠予我名誉文学博士学位，邀请我于 9 月初到纽约接受学位。

我于 9 月 9 日同我的女儿钟、儿子钟辽夫妇到纽约，赠予学位仪式于 10 日下午举行，仪式

后举行招待会，介绍参加会议的人与我相见。招待会后举行宴会，以为庆祝。在赠予学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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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式中，我发表了一篇答词。在这篇答词中，我简单扼要地叙述了我过去在学术界中所有的

活动及其意义，并且说明了我在将来所希望要做的事情。这篇答词全文如下：索尔云校长，

狄百瑞教授，女士们，先生们：我很感谢我的母校给予我的荣誉，我很高兴。我在 1920 年
春进入哥伦比亚研究院，1923 年夏通过了哲学博士学位的最终考试。由于我的博士论文当时

还没有出版，我没有参加 1923 年授予学位仪式。我的博士学位是在 1924 年我已经回到中

国以后正式授予的，所以未能亲自接受文凭。我在 1923 年、1924 年未能得到的机会，我的

母校今天给我补上了。 
 

现在，在将近六十年之后，我又终于回到了哥伦比亚。我到此以后，感慨万端。我看到

母校已经惊人地发展了；也看到校园犹是，人事全非。我的老师杜威教授、伍德布利奇教授、

蒙太格教授都不在了，但是他们的音容，他们对我的教诲和帮助，我依然记忆犹新，历历在

目。 
 

我在这里当学生的时候，曾申请一项奖学金。为这件事我请求杜威教授写一封推荐信。

他立即写了一封很长的信，信的最后一句说："Mr．Fung is a student of read scholarly calibre"
（冯君这个学生是一个真正学者的材料）。我没有得到这项奖学金，但是这句话使我获得鼓舞

和信心。倘若杜威教授今天还在，看到这个学生还没有完全辜负他的赞许，也许会高兴吧。 
 

六十年是个很长的旅程，我这个旅程充满了希望和失望，成功和失败，被人理解和被人

误解，有时居然受到赞扬和往往受到谴责。对于许多人，尤其是海外人士，我似乎有点令人

困惑不解。让我借这个机会说说我的旅程的性质，或许能澄清令人困惑不解的地方。我生活

在不同的文化矛盾冲突的时代。我所要回答的问题是如何理解这种矛盾冲突的性质；如何适

当地处理这种冲突，解决这种矛盾；又如何在这种矛盾冲突中使自己与之相适应。 
 

我第一次来到美国正值我国五四运动末期，这个运动是当时的不同的文化矛盾冲突的高

潮。我是带着这些问题而来的，我开始认真地研究它们。为了解答这些问题，我的思想发展

有三个阶段。在第一阶段，我用地理区域来解释文化差别，就是说，文化差别是东方、西方

的差别。在第二阶段，我用历史时代来解释文化差别。就是说，文化差别是古代、近代的差

别。在第三阶段，我用社会发展来解释文化差别，就是说，文化差别是社会类型的差别。 
 

在 1921 年，我向哲学系讨论会提交一篇论文，题为《中国为何无科学》，后来发表在《国

际伦理学杂志》上。 
 

我在这篇论文中主张文化的差别就是东方、西方的差别。 
 

这实际上是当时流行的见解。可是待我一深入研究哲学史，就发现这种流行的见解并不

对。 
我发现，向来认为是东方哲学的东西在西方哲学史里也有，向来认为是西方哲学的东西

在东方哲学史里也有。我发现人类有相同的本性，也有相同的人生问题。这个看法后来就成

为我的博士论文的主要论题。我从中国哲学史和欧洲哲学史中选出实例，证明我的论点。这

个论题及其例证就构成我的博士论文，于 1924 年出版，题为《人生理想之比较研究》。 
 

这部书虽然否定了对于不同文化矛盾冲突的流行的解释，但是也没有提出新的解释来代

替它。这种新的解释却蕴涵在我后来的著作《中国哲学史》里。这部书也许是一部较有学术

价值的著作，多谢布德教授的翻译，使它得以广泛流传。这部书没有按照传统的方法把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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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分为古代、中古、近代等三个时代，而代之以另一种分法，把中国哲学史划分为两个时代， 
即子学时代、经学时代，相当于西方哲学史中的古代、中古时代。这部书断言：严格地说， 
在中国还未曾有过近代哲学，但是一旦中国实现了近代化，就会有近代中国哲学。这个论断 
含蓄地指明，所谓东西文化的差别，实际上就是中古和近代的差别。 
 

但是中古和近代这两个词的内容是什么呢？不久我开始认识到，中古和近代的差别实际

上就是社会类型的差别。西方国家从社会的一种类型到另一种类型的转变，比东方国家早了

一步。这一步的关键是产业革命。产业革命之前生产以家庭为本位。产业革命之后，由于采

用了机器，生产社会化了，就是说，它规模扩大了，由很大的人群进行，而不是由分散的家

庭进行。在四十年代我写了六部书，其中有一部的副题是《中国到自由之路》。我在这部书中

指出，这条路就是近代化，而近代化的主要内容就是产业革命。 
 

在四十年代，我开始不满足于做一个哲学史家，而要做一个哲学家。哲学史家讲的是别

人就某些哲学问题所想的；哲学家讲的则是他自己就某些哲学问题所想的。 
 
在我的《中国哲学史》里，我说过，近代中国哲学正在创造之中。到四十年代，我就努力使

自己成为近代中国哲学的创作者之一。我开始认为，要解释不同文化的矛盾冲突，无论是用

地理区域还是用历史时代都不如用社会类型来得令人满意，因为前两种解释不能指出解决的

道路，而后一种解释正好指出了道路，即产业革命。 
 

接着中国革命胜利了，革命带来了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绝大多数中国人，包括知识分子， 
支持了革命，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人们深信，正是这场革命制止了帝国主义的侵略，推翻了 
军阀和地主的剥削和压迫，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地位拯救出了中国，重新获得了中国的独立 
和自由。人们相信马克思主义是真理。 
 

有人说这是以实用主义的态度对待真理。中国人民不接受这种责难。至于我本人，我不

是完全的实用主义者，虽然约翰·\u26460X 威是我的老师。我不认为实用主义揭示了真理的

实质，但是我认为实用主义提供了发现真理的一种方法。真理的实质是主观观念与客观事实

相符合。 
 

但是人总是人，人怎样知道哪个观念是符合客观事实的呢？只有用实践和实验来检验。

这是个公开的秘密。这个方法，所有的人在日常生活中都在使用。杜威教授的《怎样思想》

一书中列举了大量实例来说明这一点。中国人民，包括知识分子，不过是使用了这种常识的

方法罢了。 
 

不管怎么说，在五十年代，中国共产党的威信是很高的，这不仅在政治方面，更为重要

的是也在道德方面。 
 
   知识分子们为革命的胜利所鼓舞，一齐努力，帮助建设新的社会主义社会。我自己的努 
力是修订我的《中国哲学史》。这个修订本只出版了头两册之后，我又感到修订得连我自己也 
不满意。我又着手修订修订本，但是在它即将付印之前，我发现这个修订修订本又必须重新 
再写。这一次，我完全从头开始重写。三十年已经过去了，就这样修订、重写，还没有出版 
定本。这样拖延，固然一方面是由于非我所能控制的原因，可是我必须说明，也是由于在许 
多论点上我还在踌躇，没有作出最后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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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哲人冯友兰（1895——1990），被美国著名哲学家杜威教授誉为“真正学者的材料”。 
我一直在左右摇摆。踌躇摇摆是由于这实际上是一个如何解决不同的文化之间的矛盾冲

突的问题。这个问题又进一步表现为如何继承精神遗产的问题，五十年代中期我就提出这个

问题，一时讨论得很热烈。 
 

最简单的解决办法是简单地宣布：过去的哲学都是为剥削阶级服务的，因而毫无继承的

价值。现在应当不管过去，只当它并不存在。现在应当从零开始，一切都要重新建立。这种

观点显然在理论上过分简单化，在实践上也行不通。过去的存在是一个客观事实，任何主观

的观点都无法抹杀它。持这种观点的人不懂得，现在是过去的继续和发展。高一级的社会类

型取代了低一级的社会类型，正像汽船取代了划艇。汽船取代了划艇，但是它的制造和运行

所依据的一般原理，却与划艇所依据的相同。划艇的经验和实验都是汽船的基础。在这个意

义上，汽船是划艇的发展，这正是"发展"一词的真谛。 
 

发展过程是一种辩证的运动。用黑格尔的术语说，就是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换言

之，就是正，反，合。这样的合，包括了正、反的一切精华。在这个意义上，现在应当包括

过去的一切精华。这是解决不同的文化矛盾冲突的自然方式。这种解决应当是黑格尔称之为"
奥伏赫变"的过程。这的确是一种很复杂的过程，是与简单化针锋相对的。 
 

这就是我现在理解的历史发展的意义。本着这种理解，再来修订我的著作《中国哲学史》， 
我就不再踌躇摇摆了。 
 

通观中国历史，每当国家完成统一，建立了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各族人民和睦相处的时

候，随后就会出现一个新的包括自然、社会、个人生活各方面的广泛哲学体系，作为当时社

会结构的理论基础和时代精神的内容，也是国家统一在人的思想中的反映。儒家、新儒家都

是这样的哲学体系。中国今天也需要一个包括新文明各方面的广泛哲学体系，作为国家的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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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总的说来，我们已经有了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马克思主义会变成中国的马克思主

义，毛泽东思想还会发展。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这个名词有些人会觉得奇怪。其实它久已存

在，这就是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的定义就是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实践的结合。

既然与中国革命实践结合了，那就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而不仅是"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

这场革命的前几个阶段，这种结合做得很好。关于无产阶级领导农民武装暴动的理论，关于

乡村包围城市的理论，都是这种结合的好例。以这些理论为基础的种种战略引导革命走向了

胜利。只是在以后的几个阶段，这种结合就做得不那么好，后来更遭到"四人帮"这些阴谋家的

严重歪曲，于是出现了极左政策，即所谓"文化大革命"，其后果大家都很了解。最近几年拨乱

反正，正在努力恢复这种结合。 
 

马克思主义有三个来源，其一就是德国古典哲学。为现代中国服务的包括各方面的广泛

哲学体系，会需要中国古典哲学作为它的来源之一吗？我看，它会需要的。我们应当为这个

广泛的哲学体系准备材料，铺设道路。我的意思决不是从古典哲学家著作中寻章摘句，编成

原始资料汇编。一个哲学体系不是一个拼凑的东西。哲学是一个活东西。你可以用预制的部

件拼凑成一部机器，但是不能拼凑成一个活东西，连一个小小的昆虫或一片草叶这样的活东

西也拼凑不成。你只能向活东西供给营养，让它自己吸取营养。在目前情况下，我感到，我

的《中国哲学史新编》有一项新的任务。它应当不仅是过去的历史的叙述，而且是未来的哲

学的营养。 
 

这个新的广泛的哲学体系出现了，不同的文化在中国的矛盾冲突也就解决了。当然还会

有新的矛盾，但那是另一个问题。 
 

这是一个终结。以前的调节不同文化的种种努力都不过是一个开始。我们现在的努力虽

不是终结的开始，但它可以是开始的终结。 
 

我经常想起儒家经典《诗经》中的两句话："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就现在来说，中国就 
是旧邦而有新命，新命就是现代化。我的努力是保持旧邦的同一性和个性，而又同时促进实 
现新命。我有时强调这一面，有时强调另一面。右翼人士赞扬我保持旧邦同一性和个性的努 
力，而谴责我促进实现新命的努力。左翼人士欣赏我促进实现新命的努力，而谴责我保持旧 
邦同一性和个性的努力。 
 

我理解他们的道理，既接受赞扬，也接受谴责。赞扬和谴责可以彼此抵消。我按照自己

的判断继续前进。 
 

这就是我已经做的事和我希望我将要做的事。 
 

话说回来，在这个仪式上，我深深感到，母校给予我的荣誉不单是个人荣誉。它象征着

美国学术界对中华民族学术的赞赏。它象征着中美人民传统友好关系的继续发展。这种发展

正是中国人民的共同愿望。 
 

我谢谢诸位。（原稿用英文，涂又光译） 
 

我还作了一首诗： 
 

一别贞江六十春，问江可认再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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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山慧海传真火，愿随前薪作后薪。 

 
贞江就是哥伦比亚大学西边的 Hudson River（胡适译为赫贞江）。《庄子·\u20859X 生主》

说：火的燃烧靠燃料。前边的燃料着完了，后边的燃料要赶紧续上去。这样火就可以继续传

下去，不会熄灭。"火传也，不知其尽也。"人类几千年积累下来的智慧真是如山如海，像一团

真火。这团真火要靠无穷无尽的燃料继续添上去，才能继续传下来。我感觉到，历来的哲学

家、诗人、文学家、艺术家和学问家都是用他们的生命作为燃料以传这团真火。唐朝的诗人

李贺年轻的时候作诗很苦。他的母亲说："是儿将呕出心肝来。"其实何止李贺？历来的著作家，

凡是有传世著作的，都是呕出心肝，用他们的生命来写作的。照我的经验，做一点带有创作

性的东西，最容易觉得累。无论是写一篇文章或者写一幅字，都要集中全部精神才能做得出

来。 
这些东西，可能无关宏旨，但都需要用全副的生命去做，至于传世之作那就更不用说了。

李商隐有两句诗："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蚕是用它的生命来吐丝的，蜡是用它

的生命来发光的。 
 

我于 1946 年至 1948 年曾去美国一次，在各地方讲中国哲学史。这次再去美国，觉得

心情与上次完全不同。原来西方的汉学家们把中国文化当做一种死的东西来研究，把中国文

化当做博物院中陈列的样品。我那时在西方讲中国哲学史，像是在博物院中做讲解员。讲来

讲去觉得自己也成了博物院中的陈列品了，觉得有自卑感，心里很不舒服。这次我到美国，

虽然讲的也是中国的东西，但是心情完全不同了。自卑感变成了自豪感，不舒服变成了舒服。

中华民族的古老文化虽然已经过去了，但它也是将来中国新文化的一个来源，它不仅是过去

的终点，也是将来的起点。将来中国的现代化成功，它将成为世界上最古也是最新的国家。

这就增强了我的"旧邦新命"的信心。新旧接合，旧的就有了生命力，就不是博物馆中陈列的样

品了；新的也就具有了中国自己的民族特色。新旧相续，源远流长，使古老的中华民族文化

放出新的光彩。现在我更觉得这个展望并不是一种空想、幻想，而是一定要实现的，而且一

定能实现的。 
在振兴中华的伟大事业中，每一个中华民族的成员，都应该尽其力之所及做一点事。我

所能做的事就是把中国古典哲学中的有永久价值的东西阐发出来，以作为中国哲学发展的养

料，看它是否可以作为中国哲学发展的一个来源。我认为中国古典哲学中有些部分，对于人

类精神境界的提高，对于人生中的普遍问题的解决，是有所贡献的。这就有永久的价值。像

这一类的阐述，我将在我的《中国哲学史新编》中陆续提出来。 
这就是我为振兴中华所要做、所能做的事。这不是为中国哲学的发展定基调，也不是为

中国哲学的发展预制部件。这是为中国哲学的发展提供营养品。 
一个时代的哲学的建立，是需要时间的，往往需要几代人的时间，甚至几个世纪的时间。 

它是一个活的东西，活的东西的发展都是需要时间的。它的内容也是历史的产物，不是哪一 
个人或哪几个人随意确定的。马克思主义必定要与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成为中国的马克 
思主义；中华民族也会生出许许多多的人材，以完成这种事业。 
 
    江山代有才人出， 
    各领风骚数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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